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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是约束科学共

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科研界长期存在的“家族式”组织模式在知识生产模

式转型的时代，面临创新人才培养、科学前沿探索和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危机与挑战，成为制约我国科技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正体现出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

从弘扬科学文化的角度出发，净化科研学术环境，构建激发创新的科研组织新模式，将会为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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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弘扬科学文化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

要内容，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坚实基础，是建成

世界科技强国的有力支撑。我国的科学事业经过多年

发展，科研经费投入、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科研论文

总数等指标已位列全球领先位置，科学发现和技术进

步成果不断涌现。然而，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

后，科研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受外部干预过多。科研

组织模式也受到科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的以“家

族式”为代表的科研组织模式，在大科学时代已不能

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成为影响创新效率提升，制约

我国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之际，有必要从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视角，

深入思考我国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探索建立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建成世界科技

强国目标的科研组织模式。

1 科学文化的概念及其对科研组织模式的影响

科学文化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追求真理为目

的，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也是社会大众所共

同秉持的一种公共文化。科学文化包括科学思想、科

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伦理、科学规范、价值观念

与思维方式，也是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遵循的一种生

活态度和工作形式 [1,2]。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系统的科

学文化建设作为推动国家进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举措。贝尔纳[3]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指

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

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

道路上，一代代科学家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敢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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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科技解放生产力，用科技创新推动社会进步。

协同开放的科研模式和理性批判的科学态度，对科学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科学事业飞速发展，但科学文化建设

却相对滞后，在某些领域存在着所谓的“家族文化”，

形成了“家族式”科研组织模式。“家族式”科研组

织是以“家族文化”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研组织，将

“家”的组织单元嵌入科研组织之中，是一个“家族”

与科研相统一的集体；“家族式”科研组织注重人际关

系网络的建立，注重组织成员派系思想的传承。“家族

式”科研组织模式建立在传统家族伦理的差序格局和家

长制基础之上，而非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维系组织存

在和发展的是师承关系和共同体利益，而非现代契约关

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论哲学观念对“家族式”科

研组织模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法等级观念延伸出高度集权的组

织形态和“君师合一”的组织理念[4]。而西方科研组织

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其核心是追求利益

的最大化，契约论是保障科研组织高效运转的重要基

础。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中，我国科研

组织的价值判断也开始在“义利观”和“惟利观”的互

动中发生变化，进而推动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

通过调研发现，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存在“家

族式”科研组织模式。青年科研工作者攻读博士学位并

在毕业后进入学术领域，以及在事业起步的初期都不容

易争取到稳定的项目和研究经费支持。要想在学术圈立

足，就需要依附于某个大实验室，参与大的课题，分享

团队带头人申请来的科研经费，做出好成果，发表好文

章。在各类评奖和项目评审中，科研组织间也会发挥

“互助合作”的精神，为各自团队中的科研人员争取更

多的利益和更好的机会。科研领域出现的“家族式”组

织模式，体现的是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和制度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反映的是科学文化存在的巨大差距。尤其

是在科研项目申请、科技奖励和人才“帽子”评审等活

动中存在的“绿灯化机制”，违背了科学文化的题中之

意，导致学术圈的创新氛围被破坏，严谨治学的科研精

神受到影响，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绊脚石。在我国

高技术领域面临国外技术封锁日渐趋紧的今天，要改变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就需要加强自主研发能

力，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更需要继承和弘扬

好的科学文化，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科学文化建设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价值理念和创新氛围的再塑造。培

育和发展新时代的科学文化，需要将科学的价值观和内

在信念，通过建制化的外部社会制度体系进行表达，将

相对抽象的科学文化通过科研组织模式、科研评价机

制、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等政策安

排体现出来，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2 “家族式”科研组织模式的利弊分析

当前，“家族式”科研组织模式的大格局在我国

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存在和发展在微观、中观和

宏观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从微观个体层面来讲，“家族式”科研组织

模式对于青年科研人才培养有一定正面意义。科研人员

借助“家族力量”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同时也为所

在科研组织的壮大和学术能力的提升贡献了力量。青

年科研人员在开展专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经历

学习—探索—积累—创新等不同阶段。在科研生涯的

初期，来自导师和科研团队的引导和带领是至关重要

的，无论是对科研范式的理解，还是对专业知识的掌

握，都离不开科研组织内部的“师承关系”。有学者通

过对某科研单位 2013—2017 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平台发表论文情况的分析，利用 Gephi 软件绘

制了科研合作网络图[5]。网络中节点的集聚系数反映节

点间的关系紧密程度，该系数表示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

形式。结果发现，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科研人员对应不

同的集聚系数，形成的合作网络结构多样。导师更倾向

于和自己的学生合作发表文章，其中既有典型的师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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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合作，也有师生多人合作。同时，导师的引领作用也

为学生的学习时期和职业生涯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从中观学科层面来讲，“家族式”科研组织

模式不利于合作网络的建构，加强子系统间的连通性

有利于推动学科发展。同样以专业期刊数据为样本，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科研人员的合作研究模式进

行实证分析。以“coast”和“nearshore”为主题词，

查找 1991—2018 年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库内期刊上的

文章，对作者单位中有“China”的 6 217 篇文章进行分

析，除去无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单位与作者信息不一致

的文章）和作者只有一名的文章，剩余 5 414 篇文章，

共有 34 542 个作者，作者间 140 350 个关系对。对其作

者间形成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计算网络节点（学者个

人）与（整个）网络特征。用网络聚类系数表示节点聚

集程度，衡量网络关联性，该系数值越大代表节点交互

关系越大，说明网络越复杂。用网络密度表示作者之间

实际联结程度，数值越高则网络的联结密度就越大。通

过计算发现，中国海岸带作者群网络整体结构较为松

散，表示以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科学家为核心建立了

复杂的子网络系统。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各子网络的

交流与合作，才能增强网络连通性，带动该领域不同机

构间的交流，共同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6]。

（3）从宏观国家层面来讲，“家族式”科研组织

模式的弊端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家族式”科研组

织模式限制了科研人员的机构间流动，制约了一部分有

能力但不是“家族成员”的科研人员发挥才能，影响了

整体创新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

和创新效率的提升。我国的科研经费虽然逐年增长，但

在当前的经费分配机制和各类科研评价标准的导向作用

下，科研合作网络往往倾向于同一科研机构或同一学术

网络内部的合作。为了获取经费、获得奖励，科研人

员往往需要进入一个个“圈子”，实现资源互换、利

益共享。这些“圈子”又形成了不同“段位”的“梯

子”，每一个“台阶”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资源。

“家族式”科研组织模式，一方面导致创新资源的配置

不均衡，“家族”的名望越大，能够争取到的资源就越

多，“家族”之外的创新思想获得资助的机会相对越

小；另一方面，在项目申请时，通常会考虑“家族”中

各成员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因而对科技前

沿的开创性探索往往会受到制约。此外，对于科研人员

来讲，受所获取资源的限制，研究工作要服务于项目的

总体设计，真正的兴趣导向研究很难开展，长此以往将

影响整体创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3 发达国家的科研组织模式及其特点分析

发达国家较多采用“矩阵式”科研组织模式，围

绕某项具体研究任务，成立跨部门、跨机构的研究团

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效合作。这样既保证了

科学研究自由探索的需要，也顺应了“大科学”时代

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相互融合的需求。世界一流大学

很少留自己的学生任教，就是为了避免学术领域的

“近亲繁殖”；同时也更加尊重职业生涯的学术自

由。从合作网络的分布特征看，国外相同师承的合作

并不显著，强强联手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合作规模

和合作程度都更为广泛和深入[7]。Newman[8]通过对美

国 LOS ALAMOS 电子期刊的系列研究论证了科研合作

网络的这一特点。国外研究合作网络存在一个涵盖多

领域的超大连通网络[9]，几乎所有的作者彼此之间都可

以相互连接，互动多，联系紧密。这既有利于研究者

之间的合作交流，也有利于创新思想的激发和传播。

在项目资助方面，为了消除资源过度集中于极少

数机构，以“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为代表，很多资助计划都采用广域资源分

配机制，克服评价标准中过分强调前期表现的问题，

而是更加倚重对未来的目标设定与绩效评估，以实现

公平竞争和资源合理分配的平衡[10]。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DARPA）采用的扁平化组织模式[11,12]，

为了能够将资金用在有望实现突破的项目上，降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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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促进团队间的竞争，在遴选机制上并不是挑选技

术成熟的“赢家”，而是往往选择资助互补性技术方

案，同时资助没有关联的不同研究者从事同一个项

目，最后集中各方案的优点，从而保障项目创新绩效

的最优化[13]。科研组织方式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直

接推动了科研事业的发展，既保证了科研机构的学术

自主性，也实现了整体科研能力的提升。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

型，知识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知

识生产模式在合作与交流中产生[14]。在科研组织形式上

出现非等级化、异质性和多变性等特征，跨学科学术组

织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机构。发达国家矩阵式的科研组

织模式更有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而我国传

统的“家族式”科研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科学

研究的壁垒。由特定专家的专业兴趣和团队主导的模式

不利于“大科学问题”的研究，由单一学术“圈子”为

核心的评审机制和评价方式也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科研组织模式的改革，将有助于科技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与进步[15]。

4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

面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挑战，面对全球日益

激烈的科技竞争，面对我国新时期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

需求，面对当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

题，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的科研组织模式，回应

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变对科研组织模式变革的需求，引

领科技体制制度性改革方向。遵循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和

科研活动规律，破解弘扬科学文化面临的具体问题，激

发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创新活力、创造潜力，营造专心

致研、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实现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

转变，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4.1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配置、人才头衔授予仍然有

很大主动权，除了各类跟资源直接挂钩的横向比较评价

外，政府还通过庞大的科技奖励系统和各种人才计划与

工程等对科技人才和机构产生影响。建议建立基于选题

特点的项目遴选机制，而非基于申请人的名望和大学科

方向。建议彻底改变目前项目申请和评审中普遍采用的

固定“召集人”和“学科组”制度，而是按照科研规律

针对基础研究、实验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特点和

不同研究阶段，按项目需求分配相应资源，组织人才队

伍，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促进学科发展。

4.2 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
青年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处于科技创新的

最佳时期。建议各类科研资助中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

的支持力度，设定一定比例的项目必须由青年人才牵

头承担。搭建青年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不同领域青年

人才的交流合作、青年人才与资深研究人员的交流合

作、青年人才与国际大家的交流合作。加大普惠性支

持，赋予青年人才更多自主权，改变各类评审、评奖

急功近利的倾向。实施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

程，用 5—10 年的时间打造以提升重大原始创新能力

为导向的高端科研队伍，实施以提升重大技术创新能

力为导向的高端工程师队伍建设工程，全面落实以提

升高技能人才水平为导向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计划，不

断完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人才培养功能。

4.3 改革科技评价机制
2018 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人

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

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深化项目评审、

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开展清理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

知》等多项政策，对深入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起到了积

极的导向性作用。然而，人才评价问题错综复杂，包

括制度设计方面和操作层面的问题。

因此，建议：① 在理论层面，应遵循人才发展内

涵和规律，根据不同学科和人才特点，建立完善分类

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机制，寻求自由探索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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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最佳结合点。② 在实践层面，建立完善、科学

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建立更加关注质量、贡献的

评价导向，优化评估的技术和方法，提升管理效率和

效果。③ 在制度层面，加强政策的衔接性，充分发挥

第三方评价的督察和约束作用，建立科研诚信系统，

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

4.4 在操作层面优化科研组织模式的具体建议
（1）进一步加强科研组织模式宏观战略研究。以

战略规划为牵引，建立科学规范、开放合作、运行高

效的现代科学组织模式，充分发挥科研组织的创新优

势，提升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2）建立兼顾学科和问题导向的矩阵式科研组织

模式。以能否推动科研发展，显著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和综合实力为评判标准[16]，尝试建立兼顾学科和问题

导向的矩阵式结构模式：纵向为学科导向，符合学科

发展规律，这是传统科研组织模式的延伸；横向为问

题导向，实行项目管理，解决实际问题；以跨学科课

题组为基本单元，形成多机构并行的高效组织模式。

（3）适当增加独立研究机构的数量规模。相对

独立于现行的大学和公立科研机构，提供独立的经费

支持。以先进性、综合性、流动性、开放性以及示范

性为原则；学科组织必须是跨学科的，吸收来自至少

多于 1 个专业领域的专家；机构成员保持一定的流动

性，以项目为导向、以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

（4）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组成运行相

对独立，人才、教育和信息共享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并

主动借助企业的资金优势和技术升级需求，搭建联合创

新平台，探索适合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具体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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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Family-ba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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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e of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rucial content for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system of values, behavioral rules, and social regulations 

for the science community, even broadly for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the long existing 

“family-ba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 model is now facing with the crisis and challenges in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 exploring 

scientific frontier, and serving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becomes a main constraint for high qualit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is exactly reflects that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of science in China is lagging behind mos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From the view 

to nurture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o purify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establishment of a kind of research organization model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making China a country 

of innovations, and realizing the target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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